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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史诗与民生
———中国近现代摄影的浙江维度

邢千里

摘　 要： 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以来， 浙江摄影人不论是摄影规模还是摄影成就， 都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既有凭借 “集锦摄影” 蜚声海内外的文人摄影家郎静山， 也有用镜头记录战争年代壮烈

与伟大的红色摄影师徐肖冰， 以及被誉为中国 “跟踪摄影第一人”、 用数十年时间记录十几户家庭新旧时

代巨大变化的记者徐永辉。 作为中国近现代摄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摄影以其丰富生动的摄影实践， 跨

越了两个世纪的鲜活而丰富的历史视角， 浓缩了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语境下中国摄影的三个重要维度： 艺

术、 史诗和民生。 浙江摄影不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为中国近现代摄影乃至当代

摄影的探索与自我确立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方向与经验。
关键词： 近现代； 摄影； 浙江； 艺术； 史诗

作者简介： 邢千里， 男， 讲师， 博士。 （浙江传媒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 Ｊ４０９􀆰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６５５２ （２０１７） ０６－０１１８－０６

不论是从时间概念还是文化概念而言， 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时机与面临的处境都远远超出了一项科

学发明的传播学意义， 更像是一次东西方文化上千年来真正意义上的 “晤面”。 然而， 这样的 “晤面”

不是早年的欧洲人看了 《马可·波罗游记》 中那个遍地黄金、 神话般的中国后心存向往的 “晤面”， 不

是那个 １８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说 “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 不对中国倍加赞扬

……看到这样的国家， 他们叹为观止， 心驰神往” 语境下中国与欧洲的 “晤面”，［１］ 也不是中国皇帝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心态之下的 “晤面”， 更不是乾隆皇帝在 １７９２ 年回复英王乔治二世的国书时所

说 “见尔恭顺之诚， 深为嘉许” 居高临下的 “晤面”， 而是在欧洲人坚船利炮的胁迫下， 在鸦片战争中

一败涂地的满清帝国与耀武扬威的西方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对话。 １８４４ 年， 在距离达盖尔 （ Ｌｏｕｉ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ａｎｄé Ｄａｇｕｅｒｒｅ， １７８７—１８５１） 在法兰西学院公布他的这项伟大发明后仅仅 ５ 年， 摄影术便已经跟随着

西方军队、 官吏、 传教士和商人的脚步进入中国， 开启了中国摄影史序幕。 同时， 也注定了摄影术在

初期对于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 “殖民式凝视”。

与之相对应， 中国早期摄影人面对摄影术这一西方舶来品的心态也是复杂而微妙的。 一方面， 它是

让人趋之若鹜的新奇机巧的 “洋玩意儿”， 特别是对于那些五口通商后最早接触这一发明的中国人来

说； 另一方面， 摄影术也被很多中国人视为伴随着军事和经济侵略的西方列强的工具之一， 是西洋人

优越性的象征。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事实面前， 长期以来中国人引以为傲的 “天朝上国” 的

自我幻觉瞬间坍塌， 对西方曾经的认知模式势必在救国存亡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发生根本性的、 充满激

进色彩的逆转。 洋务运动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工业生产和军事技术， 更被全面地

引申到对文化和艺术的反思之中， 直接导致了 “五四” 新文学和新艺术运动的产生。 摄影术作为西方

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一部分， 自然也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缩小与西方差距， 谋求民族自救的重要工

具。 雍乾年间的大画家邹一桂 （１６８６—１７７６） 曾经不无嘲讽地评价西方那些惟妙惟肖的油画 “虽工亦

匠， 故不入画品”， 到了蔡元培这里， 却已经将传统艺术这种高度程式化和逸笔草草的做派视作阻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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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进步的主要因素。 他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呼吁： “故甚望学中国画者， 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写

实之佳， 描写石膏像及田野风景。 今后诸君， 均宜注意。 此予之希望一也。 又昔人学画， 当用研究之

方法贯注之， 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 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 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诸君

持之以恒， 始不负自己入会之本意。 此予之希望二者也。” ［２］

　 　 与摄影术在西方的发展脉络截然不同， 摄影术传入中国伊始就注定了与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特殊的

政治文化语境密不可分。 摄影相比图画和文字有更加突出的视觉冲击和宣传效果， 因此必将在风起云

涌的时代浪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浙江历史文化悠久， 艺术底蕴深厚。 从文人画到院体画， 从二王到南宋四大家和元四家， 再到徐

渭、 陈洪绶、 吴昌硕， 从陆游到李渔再到王国维、 徐志摩、 鲁迅等， 蔚为大观。 同时， 浙江特殊而优

越的地理位置也使浙江人在面对新文化、 新思想时拥有更多的文化自信和勇气。 浙江在文化上不同于

某些殖民地和移民色彩浓厚的上海， 却能及时地接受来自后者的新文化、 新思想。 浙江虽然没有受到

五口通商的直接影响， 浙江摄影人却在中国近现代摄影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们之中， 既有

沿袭古代文人画家， 不问时事专心摄影艺术创作的郎静山、 俞创硕、 刘旭沧等人， 也有积极投身革命，

以相机为武器宣传革命激励民族自强的徐肖冰、 雷烨、 高帆等， 也有从民生和历史的视角， 关注和记

录新旧社会不同面貌的徐永辉、 徐邦等。 他们由于身份、 背景、 经历和艺术观、 价值观及现实环境的

不同， 用各自不同的摄影之路， 为摄影艺术探索、 记录战争史诗和反映民生民情等时代主题做出了丰

富多彩的开创性贡献， 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摄影的基本格局和风格特征， 成为世界摄影史上独树一帜的

“中国样本”。

一、 民国时期浙江摄影的艺术维度———以郎静山为例

洋务运动所引发的 “体用之争” 反映出从统治阶层到广大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复杂

而矛盾的心情。 但就知识分子的精神基因而言， 即便是主张 “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 的徐悲鸿等留洋

画家， 其艺术趣味和语言形式依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艺术无法割舍的情感。 正如画家陶咏白所说： “中

国 ‘五四’ 前后许多学习西画回国的画家， 担起了改造中国画的使命。 然而每当深入到艺术精神内核

时， 无法摆脱传统笔墨魅力的诱惑， 又纷纷成了传统文人画的俘虏， 又重新操起笔墨纸砚返回

传统。” ［３］

中国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和欺凌也一直

存在， 但 １９２７ 年到 １９３７ 年的十年之中， 北伐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逐渐稳固， 社会相对稳定， 刚刚起步

的中国摄影迎来了一段比较自主的发展时期。 同时， 摄影作为一种成本高、 技术垄断 （主要掌握在照

相馆和摄影爱好者手中） 性强的舶来品， 成为少数家境优渥的有闲阶级的消遣之物， 是彰显身份特征

和文化品位的时髦工具。 中国首个摄影团体 “光社” 的一名成员回忆： “当时大家的照相， 大都偏向于

个人的嗜好， 等于玩玩鸟、 唱唱戏一般。” ［４］

早在 １９１８ 年初， 北京的几位摄影爱好者， 常以照相作为消遣。 在春色弥漫的季节里， 他们总不会

让它轻易地过去， 每当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就到法源寺去拍丁香； 当牡丹香意正浓的时候， 就回到崇

效寺去照牡丹……［５］

这与中国古代文人画家的心理状态是一致的， 从孔子所说的 “游于艺” 到北宋大画家郭熙所说的

“饱游沃看” （ 《林泉高致》 山水诀）， 都清楚表明了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传统艺术的内在价值指向。 这些

早期摄影人中的佼佼者， 试图在尽快掌握摄影技术和西方摄影风格语言的基础上， 能与本民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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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基因相融合， 在 “体用” 之争的文化背景下找到一条具有中国自身面貌和摄影师个人特色的摄影

之路。 原籍浙江兰溪的摄影大师郎静山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窃以中国绘画艺术， 有数千年

之历史， 而理法技术已达神妙之境。 摄影为图画， 绘画亦为图画， 虽工具异而构图之理则相同， 尤以

集锦之法， 更能与画理相通。” ［６］

出生于 １８９２ 年的郎静山有着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背景， 父亲郎锦堂是一名政府幕僚， 酷爱传统

戏曲和绘画艺术， 且思想开明， 乐于接受新事物， 甚至还学会了照相。 １９０４ 年， １２ 岁的郎静山被父母

送入英国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的工部局育才学堂读书， ４ 年后进入著名的上海南洋公学预科读书， 跟

随当时的新派教师李靖兰学习传统绘画、 摄影原理及暗房技巧。 可以说， 郎静山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

中西方艺术的熏陶和摄影训练为他后来蜚声海内外的 “集锦摄影” 埋下了伏笔。

关于 “集锦摄影”， 首先要明确它与 “集锦法” 的区别。 “集锦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指的是摄影的一

种后期技术， 将多底片合成或剪贴照片。 而 “集锦摄影”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则专指某种风格特征和语

言形式的摄影艺术作品。 郎静山曾说过： “而集锦照相则不然， 虽同一拼合， 但经作者放映 （即放大）

时之意匠与手术之经营后， 遂觉天衣无缝， 其移花接木旋乾转坤， 恍若出乎自然， 囧非剪贴拼凑者可

比拟也。 此亦即吾国绘画之理法， 今日实施于照相者也。” ［７］ “余爱画而不能画， 终日劳劳而不得画，

今有集锦之法， 画之境地， 随心所欲， 于大自然景物中， 仿古人传模移写之诣构图， 制成理想中之意

境。” ［６］（１）可见， 郎静山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绘画， 将西方摄影术作为 “西学之用” 而为确立自己的摄影

艺术风格服务的。

受到 “五四” 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在摄影界的美学思想讨论已涉及激发民族尊严、 倡导社会

责任等问题。 只不过， 相比新文学运动的激进色彩， 摄影界此时还显得比较温和。 以郎静山为主要发

起人之一、 成立于 １９２８ 年的中华摄影学社 （简称 “华社” ） 在 《简章》 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本社以

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 强调作品应该从摄影家的个人兴趣出发， 不能一味模仿外国人的风格和形式。

华社十分重视出版发行摄影杂志和举办摄影展览等形式， 它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摄影风尚， 影响深远。

华社不仅在中国各地引发了组织摄影学会的热潮， 校园中摄影社团纷纷成立， 也促使许多大型刊物如

《良友》 《文化》 《美术生活》 等登载了更多的照片。 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在摄影艺术上的成果， 同时

也为了向国外同行展示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摄影作品， 郎静山等人积极而持续地向欧美摄影沙龙投寄

作品。［８］据统计， 从 １９３４ 年郎静山的第一幅集锦摄影作品 《春树奇峰》 入选英国摄影沙龙开始， 到

１９４９ 年他离开大陆， 郎静山一共参加了三百多次国外沙龙摄影展， 先后入选作品近千幅， 奠定了他在

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中的地位， 也让他的集锦摄影之法深入人心。 当时的美国摄影学会会长甘

乃第 （Ｅ􀆰 Ｋｅｎｎｅｄｙ） 评价说： “郎先生为中国人， 并且又研究中国绘画， 所以他是将中国绘画的原理，

应用在摄影上的第一人。” ［７］（２９２）

二、 救国存亡语境下浙江摄影的史诗维度———以徐肖冰为例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出版的 《飞鹰》 杂志刊登署名须提的 《摄影在现阶段之任务》 一文， 被认为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从 “为艺术” 的摄影转变到为抗日救亡服务的 “国防摄影” 的一篇重要文章。 “我们所认为遗

憾的， 就是， 在每一次影展同每一本杂志中所能见到的却不外总是以什么 ‘葡萄仙子’ ‘夜渡无人’

‘古木苍松’ 等等为题的人体， 风景， 静物的摄影。 要找一帧能够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的有力量的作

品， 都没有……在目前， 全中国到处可闻到大众不平的吼声， 社会上任何角落里， 可以看到大众为争

取民族解放而汇流的斗争鲜血， 这一切都是大好题材。 运用敏锐的眼光， 摄制伟大的作品正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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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了。” ［７］（３２４－３２５）

与郎静山等人不问时事， 孜孜探求摄影艺术语言不同， 面对时代洪流， 有越来越多的摄影人选择投

身于救国存亡， 特别是在 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很多摄影人积极奔赴前线或活跃在敌占区、

解放区和国统区， 用相机记录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和解放事业， 定格领袖风采与无数英雄事迹， 激励

民众斗志， 团结一致抗击敌人， 成为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中独具面貌的革命摄影现象。 特别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批摄影师， 在人才奇缺、 物资紧张、 战斗和创作环境极其恶劣的不利条件下，

自力更生， 克服困难， 拍摄了大量集纪实性、 新闻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优秀作品， 不但有力地支援了

前线战事， 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战决心， 也为中国近现代摄影谱写了一首波澜壮阔的影像史诗。

又一次， 浙江摄影人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和战争的最前线。 沙飞、 吴印咸、 徐肖冰、 高帆、 俞创

硕、 雷烨、 罗光达……这是一份长长的、 沉甸甸的名单， 他们中的很多人放弃了原来优渥的薪酬和安

定的生活， 为了共同的历史使命和摄影追求， 走到了一起。 与罗伯特·卡帕等这样的西方自由战地摄

影师不同， 这些中国早期战地摄影人基本上都是随军宣传干部， 拍照既是艰苦的学习创作， 也是严肃

的政治任务。 他们的作品既有宏大的史诗般战争画面， 也有特写式的对于个体和细节的关注与记录；

既是中国近现代摄影史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也是了解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宝贵文献； 既有强烈的现

实主义风格， 又渗透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 这些红色摄影多数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集文献性、

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身的经典影像。 如吴印咸的 《白求恩大夫在前线抢救八路军伤员》 （１９３９）、 徐肖

冰的 《毛主席在北京香山阅读解放南京的报道》 （１９４９）、 罗光达的 《朱总司令在太行》 （１９４０） 等等。

徐肖冰 １６ 岁在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做洗印学徒时打下了良好的摄影基础， 后进入电通影片公司担任

摄影助理， 参与了 《马路天使》 《桃李劫》 等多部影片的拍摄， 期间受到夏衍、 阳翰笙、 阿英、 司徒慧

敏等人的革命思想熏陶， 参加过左翼戏剧团体的演出活动。 １９３７ 年春， 应西北电影公司的聘请， 徐肖

冰随吴印咸到山西拍摄影片 《塞上风云》， 不久抗战爆发， 吴回到上海， 徐肖冰则选择留在了山西， 与

上海来的沈逸千、 俞创硕一同去前线拍片。 期间遭受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的骚扰和勒索， 后得

到八路军的保护和热情接待， 遂萌生并坚定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 并于同年 ８ 月参加八路军， 年底到达

延安， 是延安摄影工作的开创者之一。 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 随着徐肖冰、 郑景康等一批优秀摄影

人才的涌入， 延安的摄影工作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不但办展览、 出报刊， 举行

摄影研讨会， 还开设摄影训练班， 自制摄影器材， 大大缓解了根据地摄影人才不足和设备短缺的问题。

徐肖冰精力旺盛， 不惧危险， 不畏艰苦， 常常冲在战斗第一线抓拍照片， 作品既观察细腻， 生动感

人， 又充满革命激情， 表现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艰苦抗战的激越、 悲壮， 有恢弘、 神圣的气派， 得到

了彭德怀、 陈赓、 左权、 罗瑞卿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１９４１ 年，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

了两年半的徐肖冰离开太行山， 返回延安时， 彭德怀题诗相赠： “摄取战争的真相， 不怕鬼子的刀枪。

踏遍华北战场， 不怕鬼子刀枪， 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 有了你这样英勇战士， 中华民族决不

会亡。” ［９］

与沙飞、 吴印咸、 高帆等其他革命摄影师有所不同， 徐肖冰的摄影生涯与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

领袖和重大历史时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摄影中独具特色的 “红色摄影师”。 这位

来自上海的年轻人由于业务能力好， 政治素质高， 到达延安后便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摄影干

事， 从而有条件拍摄不同时期、 不同阶段中共领导人活动的珍贵影像， 不但参与拍摄纪录片 《南泥湾》

《延安与八路军》， 更承担了重庆谈判、 开国大典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拍摄工作， 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充分认可。 早在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徐肖冰就为在抗日军政大学作 《论持久战》 报告的毛泽东拍摄了第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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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当时会场人太多， 没有很理想的拍摄角度， 徐肖冰却能化劣势为优势， 巧妙而大胆地拍摄了一

张毛泽东侧面演讲的照片。 在不干扰主席演讲的同时， 既突出了主体人物， 又顾及听众， 主次鲜明，

形象生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赴重庆谈判前， 毛泽东登上飞机， 转过身来面向送别人群， 挥动帽子向大

家告别的一刹那， 徐肖冰迅速按下了快门， 定格了这一伟大而经典的瞬间。 作家方纪在 《挥手之间》

中写道： “请感谢我们的摄影师吧， 为人们留下了这刹那间的、 永久的形象， 这无比鲜明的、 历史的记

录！ 正是在这挥手之间， 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进程， 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 ［１０］ 在 《毛主席在北京

香山阅读解放南京的报道》 这件著名作品中， 没有出现一兵一卒， 一枪一炮， 却能让人在毛主席专注

的眼神和那一份 《人民日报》 的 “号外” 中分明听到千军万马、 气吞山河的革命史诗与战争回响， 徐

肖冰以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手法向世人生动地展现了一位运筹帷幄、 气定神闲的伟人形象，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徐肖冰受命赶到北平西苑机场拍摄迎接毛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的重

要仪式。 当毛主席瞥见挤到自己身旁拍摄的徐肖冰时， 立刻自豪地对周围的民主人士介绍说： “这是我

们延安自己培养的摄影师， 是吃小米饭成长起来的。” ［１０］（１３８）

三、 新旧社会视野中浙江摄影的民生维度———以徐永辉为例

不论是以郎静山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探索摄影艺术语言的 “沙龙” 摄影师， 还是以徐肖冰为代表的

拍摄战争史诗的 “红色摄影师”， 都随着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新中国的成立而告一段落， 中国近现代摄影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郎静山与他的 “集锦摄影” 伴随着从香港到台湾的一张船票告别了中国大陆，

在台湾继续摸索传统趣味与摄影艺术之间的新的可能性。 徐肖冰则再次将重心放回了自己的老本行

———电影之中， 在那张著名的毛泽东阅读解放南京报道的新闻照片后， 他更多地以一名共和国电影工

作者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摄影直接继承了解放区摄影的革命传统， 发扬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还借鉴了前苏联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经验。 特别是 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提出在文艺和学术领域要贯彻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的方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摄影艺术呈现出一定的丰富性和多元化面貌， 摄影

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摄影师们关注新时代新气象， 反映国家和人民新的精神面貌， 涌现了一批从主题

内容到摄影语言都比较优秀的作品， 如张其军的 《鼓动》、 李仲魁的 《在婚姻登记处》， 以及郑景康的

《画家齐白石》、 黄翔的 《黄山雨后》、 袁毅平的 《东方红》、 何世尧的 《巍巍长城》 等， 都有较高的史

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１９６３ 年下半年到 １９６４ 年下半年，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进行了两次批示， 批评文艺界

“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 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 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摄影工

作有所转向， 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 前夕， 配合形势宣传的照片逐渐成为主流， 风光、 静物等题材的

摄影艺术作品逐渐减少， 到了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文化大革命” 爆发， 摄影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 陷入了停

滞状态。［７］（４２３－４２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浙江日报社新闻记者徐永辉的 “跟踪摄影” 巧妙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摄影

的 “第三条道路”， 这位被誉为 “中国跟踪摄影第一人” 的年轻摄影师， 用自己独特的历史视角和数十

年的坚持， 既记录和讴歌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又没有走向简单的符号化和概念化， 以

雄贯半个多世纪的毅力与气魄， 用大量的图像和数据生动而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广大普通百姓几代人生

活及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 其在手法和观念上的启发意义， 不论是对当时的中国摄影还是今天的纪实

摄影来说， 都是十分深远的。

１９５０ 年春的一天， 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徐永辉乘车前往嘉兴农村采访， 路过七星乡二村村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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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一阵清亮的儿歌声：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徐永辉看到两个衣衫

褴褛的孩子在晒场上蹦蹦跳跳地唱歌， 身上的棉衣是用破旧棉絮拼成的。 这让这位年轻的摄影师很难

过， 但他同时也坚信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很快会帮助农民翻身脱贫， 而自己作为一名新闻记者， 有

义务用照片跟踪记录中国农民由赤贫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影像， 让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广大百姓记住旧

社会带给人们的深重苦难， 在新中国建设的点滴成就中更加真切地感受和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于

是， 徐永辉向孩子的父亲———一位名叫叶根土的雇农提出帮他们拍一张全家福。 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

不但 “跟踪拍摄” 了叶根土一家长达 ６０ 年， 跨越三代人， 还拍摄了其他十几个家庭专题， 真实而系统

地记录了叶根土一家从解放初的破衣衫、 茅草屋到叶家第三代盖起了小洋楼，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富

裕户， 第四代考进上海的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等无数个鲜活的家庭影像文献。［１１］

以 《一户农家 ６０ 年》 《幸福花儿朵朵开》 《扫盲女状元李招娣》 等系列作品为标志， 徐永辉用长达

半个多世纪的坚持和创新， “跟踪拍摄” 了十几户家庭在新旧中国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向世人雄辩地证

明了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新中国社会民生的巨大进步。 徐永辉的跟踪摄影作品， 既是一部摄影师亲历的

时代史、 图像史， 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的翻身史、 致富史。

四、 结 　 　 语

身处独特的地理、 人文与时代环境中的浙江摄影注定与中国近现代摄影发展乃至中国社会变迁密

不可分， 无数浙江摄影人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向世人展示了浙江摄影的民族使命感、 传统文化担当与

影像创新的勇气。 百余年来的中国摄影和历史发展证明， 不论是沙龙式的文人艺术摄影， 史诗般的战

争历史文献， 还是新旧时空下的民生影像档案， 浙江摄影一直都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极勇敢的探

索精神卓立于中国摄影史， 成为中国摄影史上当之无愧的 “浙江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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